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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 2006—2016 年国际机器人联盟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实证分析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国城

市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显著促进了当地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且这一影响主要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效应、中间品进口效应以及资源再配置效应共同推动;工业机器人应用主要促

进了加工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对初始技术基础好、市场化程度高的城市出口复杂度的促进作用更强。 拓

展分析发现,机器人应用对邻近城市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具有抑制作用,机器人引致的低技能劳动力就近

迁移是造成这一空间负外部性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工业机器人　 出口技术复杂度　 空间外溢效应　 资源再配置　 低技能劳动力就近迁移

　 　 中图分类号:F424;F752. 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23)09-0022-21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凭借以劳动力数量为基础的要素禀赋优势,中国制造业融入了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

际分工体系,实现了对外贸易规模快速扩张,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出口规模从 1978 年的 211. 8 亿元上升至

2021 年的 21. 73 万亿元。 然而,在贸易大国地位的背后,大而不强的贸易特征尤为突出,中国制造业产品技

术薄弱、缺乏国际竞争力是不争的事实。 在新冠疫情危机未平、外需疲软、贸易摩擦加剧的国际背景下,劳
动力成本攀升给中国脆弱的出口模式带来了巨大冲击,为推动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动力迫在眉睫。

为改善当前内忧外患的局势,唯数量论被逐渐摒弃,研究重点转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 现有

文献主要从贸易自由化[1] 、外商直接投资[2] 、金融发展[3] 、人力资本扩张[4] 、国内市场一体化[5] 、互联网普

及[6]等多方面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进行考察,但少有研究探讨工业机器人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

响。 作为提升国际竞争力、维护国家安全的新举措,2017 年中国政府将人工智能发展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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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重要载体———工业机器人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发展。 世界机器人联合会(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IFR)
 

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中国机器人应用密度从 2013 年的 25 台 / 万人上升至 2020
年的 187 台 / 万人,机器人的普及应用势必会对产品技术含量、制造业发展、贸易结构等产生一系列的复杂影

响。 那么,工业机器人应用在制造业出口升级中究竟扮演着何种角色? 是否会推动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
机器人应用将通过哪些途径影响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其出口升级效应对于不同贸易模式和不同禀赋

条件的城市是否具有差异性影响? 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全面系统地评估机器人的经济效应,为中国

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一个新思路。
关于机器人经济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市场方面。 基于就业效应的研究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

以阿西莫格鲁和雷斯特雷波(Acemoglu
 

&
 

Restrepo,2020)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机器人会降低就业[7] 。 但是,也
有学者发现长期来看机器人对失业的影响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甚至可能会通过生产率效应和正向的创造

效应增加就业[8] 。 事实上,并非所有劳动力都会从自动化生产技术普及应用中受损或受益,机器人对从事

不同工作和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影响。 相较而言,机器人主要对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存

在抑制作用[9] 。 从收入角度来看,机器人应用会导致技能溢价提高[10] ,并通过改变劳动和资本收入份额,促
使要素收入分配不均等,进而加剧收入不平等[11] 。 基于贸易视角的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对出口具

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12] ,有利于扩大企业出口产品范围[13] ,提升出口产品质量[14] ,促进企业参与全球价

值链分工[15] 。 而在机器人与出口技术复杂度方面,袁其刚等(2022)、杜两省和马雯(2022)从企业层面考察

了机器人对出口升级的影响,重点分析了机器人引致的企业生产率提升和生产成本降低所起到的作

用[16-17] 。 徐晔等(2022)从省份层面探讨了机器人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18] ,但该研究仅讨论了劳动力

技能结构在其中的作用,缺乏基于不同视角的异质性分析。
相较于以往研究,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1)从劳动力技能结构转变、中间品进口规模和种类变化以及

资源再配置等具体渠道全面考察了工业机器人应用促进中国城市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机制,多种影响机

制的综合分析有助于揭示工业机器人应用促进制造业出口升级背后的深层原因;(2)分析机器人应用和出

口升级之间的异质性关系,探究机器人对不同贸易方式以及不同禀赋条件城市的差异性影响,以回答城市

应具备何种特征才能更好地发挥机器人带来的出口升级效应这一重要问题,有助于从另一角度理解工业机

器人影响城市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驱动机制;(3)基于空间视角全面评估机器人应用对出口升级的影

响,所得结论既是对已有相关研究的补充,也为新时代下中国如何推进区域贸易协调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出口技术复杂度刻画了一国出口产品的生产效率和技术含量[19] ,而工业机器人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

典型代表,具有高效率、高稳定性和高精度的特点,必将推动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 进一步地,在理论

上,阿西莫格鲁和雷斯特雷波(2020)构建了一个包含区域特性的自动化技术影响美国区域劳动力市场的一

般均衡模型,证明了地区机器人冲击等于当地产业就业结构对行业层面机器人渗透率变化的加权平均,为
从区域层面研究工业机器人应用带来的经济效应提供了理论基础[7] 。 具体来讲,工业机器人可以通过不同

地区的产业就业结构差异影响区域劳动力市场,例如阿西莫格鲁和雷斯特雷波(2020)基于美国数据研究发

现受机器人冲击影响较大的城市,劳动力就业和工资相对更低[7] 。 赵春明等(2020)基于中国各地区的产业

就业结构构建城市层面的机器人应用指标,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密度较大的城市,当地劳动力从制造

业向服务业进行就业转移的概率相对较大[20] 。 因此,工业机器人作为一种自动化生产技术进步,有利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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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 由于中国各地区的产业结构存在巨大差异,当某城市的主要产业为机器人应用水

平高的行业时,工业机器人将对该城市的制造业出口升级产生较大的影响。 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工业机器人应用有利于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并通过产业结构地域分布特征对不同城市

制造业出口升级产生差异化影响,城市机器人应用水平越高,该城市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越高。
有学者发现,工业机器人会通过改善劳动力需求结构和提升劳动力供给质量来提升人力资本水

平[21] ,进而推动制造业出口升级。 具体来说,从劳动力需求角度来看,基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自
动化技术进步引致的生产复杂度增加会促使低技能劳动力更容易被替代,从而降低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

求[9] 。 与此同时,由于技术和技能的互补性,自动化技术催生出一系列与劳动力互补的新岗位,这类岗位

的技能要求通常较高[22] ,导致生产活动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激增,进而从整体上实现劳动力需求结构

的升级。 从劳动力供给角度看,一方面,工业机器人对劳动力技能水平的要求会倒逼劳动力进行人力资

本投资以降低失业风险[23] ;另一方面,机器人引致的技能溢价提高吸引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实现

工资跨越[7] 。 而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是制造业出口升级的重要渠道。 这是因为,其一,高素质人才具有较

强的研发能力和学习能力,将推动企业进行研发创新,有效提升产品技术水平;其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

高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生产率水平[24] ,而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有能力承担研发过程中的不确定成本以及

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固定成本;其三,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还能引发资源在城市内部不同出口产品间的优

化再配置[4] ,促使企业集中生产和出口利润更大的高技术产品,从而实现整体的技术升级。 由此,本文提

出以下假设:
假设 2: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能够有效提高当地劳动力技能水平,进而促进制造业出口升级。
工业机器人的应用能通过扩大中间品进口规模提高中间投入品质量,而高质量的中间品加之稳定的生

产环节可以直接促进最终品出口升级。 具体来说,作为一种新型生产技术,机器人对中间投入品的质量要

求往往更高。 例如,焊接机器人需要在高温环境下长时间运行,这就要求企业使用稳定的耐高温中间投入

品,以防止工艺故障和不必要的维护,同时确保生产过程高效准确。 由于国内中间品与进口中间品的不完

全替代性且进口中间品的质量和技术水平更高,使用机器人的企业通常会相应地增加中间品进口规模,尤
其是促进企业从发达国家进口中间品。 除了能够直接提升最终品质量外,进口中间品内嵌诸多其他国家的

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国内企业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吸收和模仿有助于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从而促进企业

新产品的生产和出口[25] ,推动制造业出口升级。 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3: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通过促使当地企业从发达国家进口更大规模、更多种类的中间投入品,推

动当地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
工业机器人应用引致的生产率提升会促使生产要素的转移和再配置,进而通过改变城市制造业出口

结构影响出口技术水平。 具体来说,城市出口结构升级的本质是有限资源在多个层面的优化再配置[4] 。
对于城市内部不同出口产业而言,工业机器人应用密度越高的产业生产效率提升得越快,这将促使城市

内其他产业的生产要素向其转移。 工业机器人属于前沿技术,因此,城市内部不同产业间的资源优化再

配置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进而促进城市出口升级。 此外,机器人应用带来的生产率提升还能推动

城市内部企业由生产低技术产品转为生产高技术产品,最终推动城市整体的出口技术水平提高。 由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4: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通过推动资源在城市内部的优化再配置,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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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数据说明

考虑到中国工业机器人在 2006 年之后才开始广泛应用,同时受中国海关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本文将样本

考察期设置为 2006—2016 年。 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密度指标中的机器人数据来自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数据库,
其包含 1993—2020 年全球近 100 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业机器人安装量和保有量,涉及的行业包括农业、制造业以

及部分服务业部门。 机器人在中国主要应用于制造业部门,尤其是电子电气制造业和汽车制造业,农业和服务

业部门的工业机器人应用量较少且仅涵盖部分行业,因此,本文将 IFR 行业匹配到国民经济行业两位数水平

(CIC-2 位),最终保留 14 个制造业细分行业数据。 本文选取 2004 年经济普查中的工业企业模块数据计算城

市产业就业结构,而 2000 年全国各制造业行业的就业总人数数据来自 2001 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本文测算出口技术复杂度时用到的数据分别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法国国际信息

与前景研究中心(CEPII-BACI)全球贸易数据库以及中国海关数据库。 城市层面控制变量所需数据来自《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北京福卡斯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济预测系统( EPS)数据平台以及最低工资标准数据

库。 本文将中国经济普查以及中国海关数据的城市进行统一,最终得到 270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二)模型设定

本文设定如下的基准计量模型,来检验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如何影响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lnexpyit = α0 + α1 lnrobotsit + γX it + ωi + λ t + εit (1)

其中,i 表示城市,t 表示年份,expy 表示城市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robots 表示城市制造业部门工业机

器人应用密度。 X 为一系列城市层面控制变量集合,包括:(1)经济发展水平(lnpgdp),用城市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GDP)的对数值表示;(2)劳动力成本( lnlaborcost),选取各城市月最低工资的对数值作为代理变量;
(3)信息化水平( information),用各城市邮电业务总量与 GDP 的比值表示;(4)金融发展水平( finance),用年

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占 GDP 的比重表示;(5)外商投资( fdi),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占 GDP 的比

重表示。 本文还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 ωi 和时间固定效应 λ t,并将标准误差在城市层面进行聚类调整。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借助样本窗口期前各城市的产业结构差异和 2006—2016 年各制造业行业工业机器

人保有量的增长差异构建核心解释变量,这一分析框架使得实证部分识别的是机器人对不同城市出口技术

复杂度的相对影响,而不是绝对影响。 因此,模型(1)中机器人的估计系数体现的经济学含义是 2006—2016
年不同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在工业机器人冲击下的相对变化情况。

　 　 (三)核心指标构建

1. 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密度

本文参照阿西莫格鲁和雷斯特雷波(2020) [7]的构建思路,依据样本窗口期前各城市的产业就业结构和

各行业机器人渗透度计算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密度指标,具体如下:

robotsit = ∑ r

E ir,2004

E i,2004

×
robotsrt
Lr,2000

(2)

其中,i 表示城市,r 表示 CIC-2 位码行业,t 表示年份, E ir,2004 / E i,2004 表示 2004 年(样本窗口期前)城市 i
制造业行业 r 的就业人数占该城市制造业就业总人数的比重, Lr,2000 为 2000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 r 的就业总

人数, robotsrt 为 t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 r 的工业机器人存量。 因此, robotsit 衡量 t 年 i 城市每万人工业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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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台数。 如果样本初始期前某行业在某城市的就业份额占比较大,那么这一行业的工业机器人应用增加

将对该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变动产生更大的影响。
2. 城市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借鉴豪斯曼等(Hausmann
 

et
 

al.,2007) [19]的方法,本文测算了城市层面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具体测算过

程如下:

prodykt =∑ c

xckt / Xct

∑ c
(xckt / Xct)

Yct (3)

其中, xckt 为 t 年 c 国 HS6 位码产品 k 的出口总额, Xct 为 t 年 c 国的出口总额, Yct 为 t 年 c 国的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 prodykt 为计算得出的产品 k 的技术复杂度。 考虑到不同国家同一种出口产品的质量差异,借鉴

徐(Xu,2007) [26]的方法对产品技术复杂度进行修正:

prodyadj
kt =qckt

φprodykt (4)

其中, qckt = priceckt / ∑ n
(ρnktpricenkt), 反映了 t 年 c 国产品 k 的相对价格, priceckt 表示 t 年 c 国产品 k 的

出口价格, ρnkt 表示 t 年 n 国产品 k 的出口额占 t 年世界上产品 k 出口总额的比重。 φ 为调整系数,本文沿用

徐(2007) [26]的做法,将 φ 设为 0. 2。 在此基础上,以各城市产品 k 出口占该城市总出口的比值作为权重,对
相应产品技术复杂度进行加权求和,进而测算出经质量调整后的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

expyit = ∑ k

xikt

X it
( ) prodyadj

kt (5)

考虑到当前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形式主要是加工贸易,且部分学者认为中国较高的出口技术

复杂度是由加工贸易所致[27] ,本文利用上述公式进一步测算各城市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

　 　 (四)特征事实

1. 机器人应用分布

表 1 列举了 2006—2016 年 270 个样本城市中机器人应用密度扩张程度最大的 5 个城市和最小的 5 个

城市,以分析不同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水平的特征事实。 如表 1 所示,在样本期内,湖北省十堰市是机器人

应用密度扩张程度最大的城市,2006 年每万人约使用 1. 956 台机器人,2016 年约为 93. 364 台。 除了十堰市

以外,2006—2016 年工业机器人应用密度扩张程度较大的另外 4 个地级行政单位分别是长春市、舟山市、惠
州市以及深圳市。 机器人应用密度扩张程度最小的 5 个地级行政单位分别是阿拉善盟、乌海市、海西蒙古族

藏族自治州、六盘水市和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可以看出,机器人应用密度增长幅度较大的城市就业主要

集中在汽车制造业和电气电子制造业等重工业行业,这类行业在样本期内工业机器人渗透度最大。 相反,
机器人应用密度增长幅度较小的城市就业主要集中在玻璃等矿物制品业、纺织业等轻工业行业,这类行业

的机器人渗透度在 2006—2016 年并未有明显的涨幅。

表 1　 2006—2016 年工业机器人应用密度变动的地级行政单位分布
 

类别 地级行政单位 省份 2006 年 2016 年
机器人应用

密度变化
主要产业

主要产业

份额

扩张程度最大的 5 个地级行政单位 十堰市 湖北 1. 956 93. 364 91. 408 汽车制造业 0. 407

长春市 吉林 1. 640 70. 363 68. 723 汽车制造业 0.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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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类别 地级行政单位 省份 2006 年 2016 年
机器人应用

密度变化
主要产业

主要产业

份额

舟山市 浙江 1. 182 41. 098 39. 915 电气电子制造业 0. 406

惠州市 广东 1. 247 39. 991 38. 743 电气电子制造业 0. 384

深圳市 广东 2. 386 41. 069 38. 683 电气电子制造业 0. 361

扩张程度最小的 5 个地级行政单位 阿拉善盟 内蒙古 0. 010 1. 784 1. 774 玻璃等矿物制品业 0. 350

乌海市 内蒙古 0. 003 2. 174 2. 170 玻璃等矿物制品业 0. 724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青海 0. 803 2. 976 2. 173 玻璃等矿物制品业 0. 280

六盘水市 贵州 0. 015 2. 247 2. 232 玻璃等矿物制品业 0. 434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新疆 0. 027 2. 495 2. 467 玻璃等矿物制品业 0.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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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核密度

2. 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变动

趋势

图 1 报告了中国各城市制造业出口

技术复杂度的核密度。 可以看出,在样本

期内,中国各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分布

情况呈现如下特征:一是核密度曲线的波

峰不断右移,说明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

杂度整体上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出口技

术结构不断优化;二是核密度整体呈单峰

分布,意味着各城市制造业出口升级并未

出现两极分化现象;三是核密度曲线由

2006 年的高窄峰形态逐渐向中间集聚,变

为 2016 年的矮宽峰形态,表明不同城市

间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差距正在逐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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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城市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与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的相关关系

3. 工业机器人与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关系

为了初步观察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与

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关系,本文绘制了城市工

业机器人应用密度与城市制造业出口技术

复杂度的散点图(见图 2)。 可以看出,工业

机器人应用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呈现明显的

正相关关系,即工业机器人应用密度越大的

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越高。 接下来,本文

利用回归分析对机器人应用与制造业出口

升级关系进行更严谨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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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估计

表 2 列(1)和列(2)分别为控制城市层面特征变量前后当地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对城市工业机器人

应用的普通最小二乘(OLS)法估计结果。 结果显示,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密度的估计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

著为正,这意味着工业机器人应用水平越高的城市,当地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越高,即城市工业机器人应

用显著推动了当地制造业出口升级,有效提升了出口技术复杂度。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lnrobots 0. 120∗∗∗ 0. 139∗∗∗

(0. 044) (0. 044)

lnpgdp 0. 112∗

(0. 065)

lnlaborcost 0. 137∗∗∗

(0. 051)

information 0. 503∗

(0. 297)

finance -0. 028

(0. 021)

fdi 0. 122

(0. 278)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
 

970 2
 

970

R2 0. 730　 　 0. 734　 　

　 　 注:∗∗∗ 、∗∗ 、∗分别表示 P<0. 01、P<0. 05 和 P<0. 1。 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后表若无单独标注同此注释。

这一回归背后有着怎样的经济含义呢? 以列(2)的回归系数为例,每万人工业机器人应用密度上升 1

个百分点,会使得当地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上升 0. 139%。 若比较工业机器人应用密度分布 25 分位数和

75 分位数的两个城市,在样本期内这两个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密度分别为 0. 35 台 /万人和 2. 53 台 /万人,这

意味着受工业机器人冲击大的城市的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比受冲击小的城市在 2006—2016 年累计提升了约

13. 34%①,平均每年增加了 1. 21%。 此外,城市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标准差为 0. 32,这两个城市制造业

出口技术复杂度上 13. 34%的变化差异相当于使本文基准回归所考察的 270 个城市的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82

① 由于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密度( robots)的取值可能为 0,为了避免样本缺失,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 lnrobots 为城市工业使用密度加 1 的

自然对数值。 因此,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密度为 0. 35 台 / 万人时,核心解释变量的取值为 0. 29;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密度为 2. 53 台 / 万人时,
核心解释变量的取值为 1. 26。 累计提升效应为(1. 26-0. 30) ×0. 139×100 = 1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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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差在 11 年间平均提高了约 41. 69%。 因此,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城市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是非常明

显的。

　 　 (二)内生性处理

相较于自动化生产来说,人工生产的产品精度和科技水平较低。 因此,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越高的

城市越有动力推动机器人的使用,导致二者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 本文通过选取合适的工具变量(IV)进

行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估计来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借鉴王永钦和董雯(2020) [28] 的做法,采用美国

同行业工业机器人存量作为中国行业层面机器人应用的工具变量。 这主要是因为,近年来伴随着中国传统

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国制造业崛起已经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高收入国家形成冲击,美国政府将中国视为

最强劲的竞争对手,中美之间在新生产技术和制造设备应用规模上具有很强的趋同性。 本文使用式(2)构

造城市层面工业机器人应用密度的工具变量———lnrobots_US。 由图 3 可知,美国工业机器人应用与中国工

业机器人应用在行业和城市两个维度存在稳健的正相关关系,该指标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 同时,

由于美国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国城市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体现的是较为外生的技术进步,因此该工具变

量满足排他性约束要求。 表 3 列示了中国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当地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 IV-2SLS 估

计结果。 其中,第一阶段回归结果表明,美国工业机器人应用水平的提高显著促进了中国大规模使用工业

机器人。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通过了不可识别检验,且拒绝了弱工具变量假设。 估计结果显

示,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显著促进了当地出口技术水平的提高,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密度每上升 1%,当地

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高 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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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美国工业机器人应用与中国工业机器人应用的相关关系

本文进一步使用勒博( Lewbel,2012) [29] 基于异方差构造工具变量的方法,以突破传统工具变量法必

须满足排他性约束条件的限制。 具体地,该方法认为当内生变量对模型中其他外生变量进行回归后的残

差是异方差时,该残差与去中心化后的外生变量的乘积是较好的工具变量。 表 3 异方差工具变量法的估

计结果显示,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当地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与基准结果一致,说明本文的核心结论

是稳健的。

92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3 年第 9 期)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 9, 2023)

表 3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变量
IV-2SLS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异方差 IV

lnrobots 0. 159∗∗∗ 0. 106∗∗∗

(0. 024) (0. 015)

lnrobots_US 2. 114∗∗∗

(0. 051)

不可识别检验 145. 697∗∗∗ 158. 932∗∗∗

弱工具变量检验 16
 

99. 741 320. 61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
 

970 2
 

970 2
 

970

R2 0. 451 0. 244　 　

　 　 注:不可识别检验为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弱工具变量检验为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

　 　 (三)稳健性检验

1. 安慰剂检验

受信息通信技术和国家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政策的影响,互联网和计算机的引入和快速普及促使中国制

造业产品质量在本文的样本考察期之前已经呈现出稳步上升趋势[6] ,这可能导致本文估计结果的显著性是

由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先前的变化趋势与工业机器人应用的相关性造成的。 为此,本文通过安慰剂检验

来考察 2006 年以前的制造业产品升级是否与未来的工业机器人应用有关。 具体地,本文采用 2006—2011

年各城市的工业机器人应用密度对 2000—2005 年各城市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回归①。 从表 4 安慰剂

检验结果可以看到,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的估计系数非常小且在统计上不显著,表明过去的出口产品技术

含量变动与现阶段的工业机器人大规模应用无关,确保了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2. 替换被解释变量

为了避免上述结论依赖于某一特定的产品技术复杂度测算方法,本文进一步采用以下两种方法重新测

算产品技术复杂度指标。

第一,标准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 前文采用人均收入指标法测算的产品技术复杂度指标可能存在产品

技术特征波动较小但技术复杂度因人均收入的大幅度提升而变化较大的情况[3] 。 为了保证产品技术特征

的跨期稳定性,首先对式(4)计算出的修正后产品技术复杂度进行离差标准化处理: prodystd
k = (prodyadj

k -

prodyadj
min) / (prodyadj

max - prodyadj
min)。 prodystd

k 为标准产品技术复杂度,没有度量单位,取值范围为[0,100]。 进一

步利用式(5)测算出各城市的标准出口技术复杂度 expystd
it 。

第二,基于能力理论的反射法。 由于依据人均收入指标法测算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与国家收入水平

03

① 本文基准回归的样本期为 2006—2016 年,但由于中国海关数据库中仅包含 2000—2016 年企业进出口贸易数据,因此本文仅能测算出

2000—2016 年城市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所以,在安慰剂检验部分,本文采用 2006—2011 年各城市的工业机器人应用密度对 2000—2005
年各城市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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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相关,容易导致过于绝对的“富国出口的所有产品均为复杂产品”的结果。 鉴于此,豪斯曼和伊达尔戈

(Hausmann
 

&
 

Hidalgo,2010)在能力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反射方法能更为准确地测算出口技术复杂度[30] 。 具

体构建过程如下:

Mc,n = 1
Mc,0

∑ k
DRCAck × Mk,n-1;Mc,0 =∑ k

DRCAck(DRCAck = 1,如果 RCAck ≥ 1) (6)

Mk,n = 1
Mk,0

∑ c
DRCAck × Mc,n-1;Mk,0 =∑ c

DRCAck(DRCAck = 1,如果 RCAck ≥ 1)
 

(7)

其中,n 表示迭代次数; RCAck 为 c 国产品 k 的出口额占 c 国出口总额的比重; DRCAck 为指示变量,若

c 国产品 k 的 RCA≥1, DRCAck 取值为 1,否则为 0; Mc,0 表示 c 国 RCA≥1 的出口产品数量, Mk,0 表示产品

k 中 RCA≥1 的国家数量;经过偶数次迭代后得到国家层面的经济复杂度 Mc,n 和产品层面的经济复杂度

Mk,n。 Mk,n 越大,产品技术复杂度越低。 本文取 n= 10 和 n= 16,同时为了便于理解,采用 Mk,n 的倒数刻画

产品技术复杂度,并在此基础上参照马焦尼等( Maggioni
 

et
 

al.,2016) [31] 的研究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测

算出最终的产品技术复杂度 prodystd,10
kt 和 prodystd,16

kt 。 最后,利用式(5)测算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 expystd,10
it

和 expystd,16
it 。

表 4 以 expystd
it 、expystd,10

it 以及 expystd,16
it 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显示,机器人应用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再

次说明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有利于当地制造业出口产品升级,证明了本文核心结论的稳健性。

3.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考虑到机器人应用对制造业产品质量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时滞性,此处采用滞后一期的城市工业机

器人应用密度 lag_lnrobots 作为替代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 此外,在基准回归中本文采用机器人存量数据构

建城市机器人应用密度,本文进一步采用工业机器人安装量重新测度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密度,构造出替

代指标 lnDrobots。 本文使用 lag_lnrobots 和 lnDrobots 衡量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水平。 回归结果显示,在替换

城市机器人应用的度量指标后,估计系数仍然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推动了城

市出口升级这一结论是稳健的。

4. 移除汽车制造业

2009 年,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委联合出台了《关于促进我国汽车产

品出口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大力实施汽车产品出口战略,扩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

的汽车产品出口,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加快转变外贸出口增长方式,提高出口增长

效益和质量,推动我国汽车产品出口持续健康发展”。 汽车出口促进政策显著提高了汽车制造业行业的机

器人存量[32] 。 在本文样本期内,汽车制造业机器人存量占制造业部门机器人存量总量的比重相当大且呈逐

年上升趋势,已从 2006 年的 3. 23%上升至 2016 年的 20. 47%。 为此,本文移除汽车制造业后重新构建城市

工业机器人应用密度,回归结果显示,即使移除制造业部门中机器人应用占比最大的汽车制造业,城市工业

机器人应用对当地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依旧显著为正。

此外,考虑到样本期内的回归结果可能受到省份层面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的干扰,在基准估计

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加入了省份×时间固定效应。 可以看出,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本文的核心结论依然成立。

13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3 年第 9 期)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 9, 2023)

表 4　 稳健性检验

变量 安慰剂检验 expystdit expystd,10
it expystd,16

it
 lag_lnrobots lnDrobots

移除汽车

制造业

控制省份×
时间固定

效应

lnrobots 0. 035 2. 274∗∗∗ 0. 137∗∗∗ 0. 136∗∗∗ 0. 144∗∗∗

(0. 060) (0. 714) (0. 041) (0. 039) (0. 046)

lag_lnrobots 0. 139∗∗∗

(0. 044)

lnDrobots 0. 135∗∗∗

(0. 051)

lnrobots_exclude 0. 134∗∗∗

(0. 04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时间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
 

605 2
 

970 2
 

970 2
 

970 2
 

970 2
 

970 2
 

970 2
 

970

R2 0. 694　 　 0. 826　 　 0. 922　 　 0. 918　 　 0. 734　 　 0. 735　 　 0. 733　 　 0. 798　 　

　 　 (四)异质性分析

当前,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不同禀赋条件城市制造业出

口升级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 本文从贸易方式、初始技术水平以及市场化程度三个方面考察了城市工业

机器人应用的差异化影响。
1. 不同的贸易方式

前文关于城市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分析中将同一地区内的所有企业视为同质,然而不同地区内部的企业

可能因为不同的出口模式在生产模式和产品结构上呈现不同的选择,从而导致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制造业出

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可能在同一地区内采用不同贸易模式的企业上存在显著差异。 为检验这一点,本文利

用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密度分别对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回归。 表 5 结果表明,机器人

应用显著促进了加工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对一般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 其

中的原因在于,短期内工业机器人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替代[33] ,而加工贸易企业相比于一

般贸易企业对低技能工人的依赖程度更大,因此,机器人更容易对加工贸易企业的劳动力产生替代效应,导
致影响效果更为明显。 由此可见,在通过工业机器人助力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自动化生产对

一般贸易企业出口升级的积极影响有待激发。
2. 初始技术基础差异

发展中国家会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制定产业政策,从而改善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

级[34] 。 相应地,由于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具有初始技术比较优势的地区往往可以从技术进步中获益更多。

对此,本文将样本考察期前 2000—2005 年各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平均值视为初始技术水平,把城市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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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初始技术水平和低初始技术水平两组并分别回归。 表 5 结果显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初始技术基础好

的城市的制造业出口升级效应更大。
3. 市场化程度差异

在大力推进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变。 在市场化程度较

低的地区,地方政府出于“保就业、稳增长”的工作目标,企业生产经营决策可能会受到政府的过多干预,从
而影响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和研发创新,不利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进而导致出口结构低端化。 为此,本文根

据樊纲等(2010) [35]编制的各地区市场化指数,同样采用样本考察期前 2000—2005 年的平均值将样本分为

高市场化程度和低市场化程度两组并分别进行回归。 表 5 结果显示,机器人应用显著促进了市场化进展较

快的城市出口升级。

表 5　 异质性分析

变量
贸易方式 技术水平 市场化程度

加工贸易 一般贸易 高技术水平 低技术水平 高市场化程度 低市场化程度

lnrobots 0. 256∗∗∗ 0. 017 0. 147∗∗ 0. 143∗∗ 0. 186∗∗∗ 0. 017

(0. 089) (0. 037) (0. 068) (0. 058) (0. 058) (0. 06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
 

970 2
 

970 1
 

485 1
 

485 1
 

782 1
 

188

R2 0. 699　 　 0. 548　 　 0. 845　 　 0. 674　 　 0. 863　 　 0. 688　 　

　 　 五、影响机制检验

　 　 (一)人力资本提升效应

本文采用 2006—2016 年国泰安中国经济金融数据库(CSMAR)中国沪深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从
劳动力需求的角度探究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当地企业员工技能结构的影响,以考察机器人的人力资本提

升效应。 具体地,本文将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劳动力视为高技能劳动力,大专以下学历视为低技能劳动力,企
业员工技能结构由企业高技能员工人数与低技能员工人数的比值表示。 表 6 分别报告了以企业高技能员工

人数的对数值、低技能员工人数的对数值以及员工技能结构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 结果显示,企业

高技能劳动力需求因机器人应用而显著增加,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受到抑制,从而促使企业员工技能水平提

高,实现了人力资本升级。 总体而言,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有助于改善当地企业员工技能结构,能够通过人

力资本提升实现制造业出口升级,即假设 2 成立。

表 6　 影响机制检验:人力资本提升效应

变量 企业高技能员工人数 企业低技能员工人数 企业员工技能结构

lnrobots 0. 226∗∗ -0. 045∗ 0. 083∗∗

(0. 097) (0. 024) (0. 03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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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续)

变量 企业高技能员工人数 企业低技能员工人数 企业员工技能结构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6
 

913 6
 

913 6
 

913

R2 0. 214　 　 0. 152　 　 0. 220　 　

　 　 (二)中间品进口效应

除人力资本提升效应外,工业机器人还会促使中国企业从发达国家进口更多的中间投入品,而高质量、
多样化的中间投入品对最终出口品的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为检验此途径,本文以 HS6 位码产

品作为基本单位,分别采用城市层面进口中间品金额以及进口中间品种类数目作为被解释变量。 表 7 结果

显示,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机器人应用显著增加了当地企业进口中间品的规模和

种类。 进一步地,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方的进口中间品质量往往更高,对企业出口产品质

量的提升作用更大[36] 。 本文根据中间品进口来源国识别出从 OECD 成员方进口的中间品规模,由回归结果

可以看出,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不仅显著促进了当地制造业企业中间品进口规模和种类扩张,还促进了企

业从 OECD 成员方进口更高质量的中间投入品,而多样化和高质量的中间投入品有助于实现最终出口品升

级,假设 3 成立。

表 7　 影响机制检验:中间品进口效应

变量 中间品进口规模 中间品进口种类数目 来自 OECD 成员方的中间品进口规模

lnrobots 0. 287∗∗∗ 0. 196∗∗ 0. 626∗∗∗

(0. 109) (0. 099) (0. 21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
 

970 2
 

970 2
 

970

R2 0. 946　 　 0. 919　 　 0. 929　 　

　 　 (三)资源再配置效应

城市制造业出口升级体现了有限生产要素在不同城市、出口产品和出口企业等多个层面的优化再配

置,前文研究发现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效应和中间品进口效应促进了制造业出口升级,
接下来,本文进一步分析资源再配置在城市出口升级中的作用。 理论上,城市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是由

产品技术复杂度和城市制造业出口结构共同决定的,本文为了识别出城市出口结构调整,参照周茂等

(2019) [4]的研究思路重新构建城市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假定产品技术复杂度是外生的,而城市出

口产品结构会受到当地工业机器人应用的内生影响。 具体地,首先利用式(4)计算 2005 年修正后的产品技

术复杂度 prodyadj
k,2005,然后将产品技术复杂度固定在 2005 年(样本窗口期的前一年),以每年各城市产品 k 的

出口额占该城市总出口的比重作为权重,对 2005 年产品技术复杂度进行加权处理,进而得到以 2005 年为基

期的城市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 nexpy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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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pyit = ∑ k

xikt

X it
( ) × prodyadj

k,2005 (8)

表 8 以 nexpyit 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密度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正,本
文的核心结论未发生改变。 为了考察机器人应用引致的资源再配置效应,本文对样本期内城市制造业出口

技术复杂度的变化进行分解:

Δnexpyit =∑
k∈Ks

xikt

X it

-
xikt -1

X it -1
( ) × prodyadj

k,2005

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持续出口产品

+ ∑
k∈Kentry

xikt

X it

× prodyadj
k,2005 - ∑

k∈Kexit

xikt -1

X it -1

× prodyadj
k,2005( )

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产品新增消亡

=∑
k∈Ks

xikt

X it

-
xik

X it -1
( ) × prodyadj

k,2005

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城市间调整

+∑
k∈Ks

xikt

X it -1

-
xik

X it -1
( ) × prodyadj

k,2005

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城市内产品间调整

+Δnexpyee
it}

产品新增消亡

=Δnexpyinter
it üþ ýï ï

城市间调整

+ Δnexpyintra
it üþ ýï ï ï

城市内产品间调整

+Δnexpyee
it}

产品新增消亡

(9)

本文利用上述方法将城市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变动 Δnexpyit 分解为建立在持续出口产品基础上的城

市间产出调整 Δnexpyinter
it 和城市内部不同出口产品间的产出调整 Δnexpyintra

it , 以及产品在出口市场上的新增

消亡 Δnexpyee
it ,并考察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各个分解项的影响。 从表 8 可以看出,城市机器人应用密度的

估计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意味着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带来的制造业出口升级主要源于资源在城

市内不同出口产品间的优化再配置,验证了本文的假设 4 成立。 如表 8 所示,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城市间

的产出调整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 对此可能的解释是,由于劳动力紧缺,工业机器人在沿海地区大规模

使用,促使沿海地区的企业劳动力需求因生产规模扩张而上升,从而导致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向沿

海地区集聚,而沿海地区主要为劳动密集型行业,技术水平整体偏低,进而使得工业机器人应用引致的资源

再配置不利于整体的出口技术升级。 如表 8 所示,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的估计系数为负但不显著,意味着城

市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出口市场上产品的新增消亡的影响有限。

表 8　 影响机制检验:资源再配置效应

变量
城市制造业出口技术

复杂度再检验
城市内产品间调整 城市间调整 产品新增消亡

lnrobots 0. 152∗∗ 0. 399∗∗ -0. 368∗∗ -0. 020

(0. 063) (0. 168) (0. 160) (0. 02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
 

959 2
 

959 2
 

959 2
 

959

R2 0. 746　 　 0. 306　 　 0. 111　 　 0. 288　 　

　 　 注:由于出口技术复杂度变化可能为负数,被解释变量均未取对数。

　 　 六、拓展分析:工业机器人应用的空间溢出效应

前文研究发现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当地制造业出口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基于新经济地理理

论,由于城市间生产要素以及产品生产和流通的关联性,工业机器人应用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可能不仅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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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内部,还可能对邻近城市造成影响。 从理论上讲,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密度增加可能会对邻近城市的

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两种相反的影响:一方面,相邻城市间更容易形成上下游产业链,城市工业机器

人的使用有利于当地产品生产精度和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进而有助于提高邻近城市中间投入品质量,推动

邻近城市制造业出口升级;另一方面,短期内工业机器人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替代,导致当

地低技能劳动力进行就近转移[37] ,这将导致邻近城市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力技能结构低端化,阻碍邻近城市

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对邻近城市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效果取决

于上述两种效应的综合影响。 鉴于此,在拓展分析部分,本文进一步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深入考察机器人应

用是否会影响邻近城市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以及产生何种影响,以期更全面地评估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

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
为了验证这一推论,本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SDM),计量方程设定如下:

lnexpyit = ρ∑
N

j = 1
w ij lnexpyit + X it

′β + θ∑
N

j = 1
w ijX it + ωi + λ t + εit (10)

其中, w ij 为空间权重矩阵的元素, ρ 为城市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空间滞后项的回归系数,X 为解释变

量集合,包括核心解释变量城市制造业工业机器人应用密度和控制变量, θ 为解释变量空间滞后项的回归系

数, ωi 表示城市固定效应, λ t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其余变量的含义与式(1)相同。
从表 9 的结果可以看出,无论采用何种空间权重矩阵,2006—2016 年城市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和工

业机器人应用的全局莫兰指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城市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和工业机器人应用存在明显的

正向空间相关性。 因此,本文应该选择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表 9　 城市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和工业机器人应用密度的全局莫兰指数

年份
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工业机器人应用密度

地理邻接矩阵 逆地理距离矩阵 地理邻接矩阵 逆地理距离矩阵

2006 0. 311∗∗∗ 0. 046∗∗∗ 0. 133∗∗∗ 0. 035∗∗∗

(6. 057) (6. 180) (2. 589) (4. 749)

2007 0. 326∗∗∗ 0. 049∗∗∗ 0. 112∗∗ 0. 029∗∗∗

(6. 243) (6. 479) (2. 169) (4. 020)

2008 0. 329∗∗∗ 0. 050∗∗∗ 0. 096∗ 0. 023∗∗∗

(6. 249) (6. 539) (1. 851) (3. 192)

2009 0. 331∗∗∗ 0. 050∗∗∗ 0. 098∗ 0. 020∗∗∗

(6. 284) (6. 540) (1. 898) (2. 940)

2010 0. 333∗∗∗ 0. 048∗∗∗ 0. 099∗ 0. 017∗∗∗

(6. 292) (6. 290) (1. 902) (2. 563)

2011 0. 326∗∗∗ 0. 046∗∗∗ 0. 098∗ 0. 019∗∗∗

(6. 133) (5. 968) (1. 900) (2. 779)

2012 0. 324∗∗∗ 0. 045∗∗∗ 0. 086∗ 0. 022∗∗∗

(6. 092) (5. 917) (1. 666) (3. 163)

2013 0. 319∗∗∗ 0. 045∗∗∗ 0. 109∗∗ 0. 028∗∗∗

(5. 973) (5. 860) (2. 093) (3. 807)

63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 9, 2023)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3 年第 9 期)

表9(续)

年份
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工业机器人应用密度

地理邻接矩阵 逆地理距离矩阵 地理邻接矩阵 逆地理距离矩阵

2014 0. 313∗∗∗ 0. 046∗∗∗ 0. 119∗∗ 0. 029∗∗∗

(5. 860) (5. 905) (2. 279) (4. 000)

2015 0. 309∗∗∗ 0. 045∗∗∗ 0. 126∗∗ 0. 040∗∗∗

(5. 776) (5. 895) (2. 399) (5. 295)

2016 0. 310∗∗∗ 0. 047∗∗∗ 0. 103∗∗ 0. 042∗∗∗

(5. 796) (6. 071) (1. 990) (5. 507)

　 　 注:括号内为 Z 值。

本文借鉴埃尔霍斯特( Elhorst,2014) [38] 的做法,进行拉格朗日乘数检验( LM 检验) 。 如表 10 所示,

无论采用何种空间权重矩阵,空间自回归滞后变量模型( LM-lag) 、空间自相关误差模型( LM-error)及其稳

健形式( Robust
 

LM-lag、Robust
 

LM-error)均显著,说明被解释变量和残差项存在空间自相关,但无法确定

模型的具体形式。 接下来,利用 SDM 对模型( 10) 进行估计并根据估计结果进行沃尔德( Wald) 统计检

验。 表 10 检验结果显示,Wald 统计量均显著,拒绝了原假设,因此应该使用 SDM。 最后,本文对 SDM 的

估计结果进行了豪斯曼( 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回归适用于固定效应模型。

表 10　 空间计量模型甄别检验

矩阵 LM-lag LM-error
Robust

 

LM-lag
Robust

 

LM-error
Wald

 

test
 

spatial
 

lag
Wald

 

test
 

spatial
 

error
Hausman

地理邻接矩阵 22. 240∗∗∗ 39. 440∗∗∗ 33. 309∗∗∗ 50. 509∗∗∗ 50. 87∗∗∗ 15. 31∗∗ 5248. 96∗∗∗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18) (0. 000)

逆地理距离矩阵 156. 033∗∗∗ 130. 196∗∗∗ 39. 441∗∗∗ 13. 604∗∗∗ 84. 88∗∗∗ 41. 25∗∗∗ 1150. 51∗∗∗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注:括号内为 P 值。

表 11 列示了采用固定效应的 SDM 估计结果。 结果显示,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密度的估计系数均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本地工业机器人应用显著提升了本地制造业部门出口技术复杂度,与基准回归的

结果一致;而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空间滞后项的系数均显著为负,且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邻近城

市工业机器人的大规模使用不利于该城市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此外,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空间

滞后项(ρ)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城市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有助于邻近城市制

造业出口升级,体现了城市间的技术外溢。

表 11　 工业机器人影响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空间溢出效应

变量
基准 SDM

地理邻接矩阵 逆地理距离矩阵 地理邻接矩阵 逆地理距离矩阵

lnrobots 0. 095∗∗∗ 0. 122∗∗∗ 0. 136∗∗∗ 0. 149∗∗∗

(0. 016) (0. 014) (0. 018) (0.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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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续)

变量
基准 SDM

地理邻接矩阵 逆地理距离矩阵 地理邻接矩阵 逆地理距离矩阵

W×lnrobots -0. 009∗∗∗ -0. 353∗∗∗ -0. 029∗∗∗ -0. 715∗∗∗

(0. 003) (0. 063) (0. 005) (0. 162)

W×lnexpy 0. 304∗∗∗ 2. 039∗∗∗ 0. 304∗∗∗ 1. 540∗∗∗

(0. 001) (0. 264) (0. 001) (0. 413)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
 

365 2
 

365 2
 

365 2
 

365

log-likelihood 1
 

073. 466　 1
 

840. 103　 1
 

112. 308　 1
 

893. 219　

　 　 注:SDM 列加入控制变量,包括城市劳动力成本、经济发展水平、信息化水平、金融发展水平以及外商直接投资。

为了更直观地分析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的影响,本文借鉴勒萨热和佩斯

(LeSage
 

&
 

Pace,2009) [39]的做法,通过求偏导数计算出包括控制变量的 SDM 中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的直接

效应和间接效应。 由表 12 可以看出,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的直接效应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间接效应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总效应在统计上不显著。 这反映了本地工业机器人应用对本地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不利于邻近城市制造业出口升级,说明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引致的低技能劳动力

就近迁移所带来的负效应大于产业链传导产生的正效应,进而导致机器人应用存在空间上的负外部性。

表 12　 空间效应分解

变量 地理邻接矩阵 逆地理距离矩阵

直接效应 0. 125∗∗∗ 0. 148∗∗∗

(0. 016) (0. 015)

间接效应 -0. 182∗ -0. 310∗∗

(0. 109) (0. 139)

总效应 -0. 056 -0. 161

(0. 105) (0. 142)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本文使用 2012 年、2014 年和 2016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构建城市制造业部门参与工作的劳动力

群体以及 16 ~ 64 岁适龄劳动力群体中大专以下学历占比指标,采用 SDM 考察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城市制造

业劳动力技能结构的影响,以检验工业机器人应用引致的低技能劳动力就近迁移是否是导致空间负外部性

的具体原因。 表 13 报告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影响城市低技能劳动力就业份额的 SDM 估计结果,从结果来看,

无论采用地理邻接矩阵还是逆地理距离矩阵,本地工业机器人应用与本地低技能劳动力就业份额呈现显著

的负相关关系,而邻近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与本地低技能劳动力就业份额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

由表 13 可知,本地工业机器人应用密度每上升 1 百分点,本地参与工作的劳动力群体中低技能劳动力

占比下降 0. 049%,本地 16 ~ 64 岁适龄劳动力群体中低技能劳动力占比下降 0. 061%。 而邻近城市工业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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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应用密度的增加会带来本地低技能劳动力占比的提升,这说明存在工业机器人应用引致的低技能劳动力

就近转移现象。 上述结果表明,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会对本地低技能劳动力产生挤出效应,并促使低技能

劳动力就近迁移,而劳动力技能水平的下降不利于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4] ,因此机器人应用引致的低技能

劳动力就近迁移是导致工业机器人应用抑制邻近城市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具体原因。

表 13　 工业机器人影响制造业低技能劳动力就业份额的空间溢出效应

变量

城市制造业部门参与工作的劳动力群体

大专以下学历占比

城市制造业部门 16 ~ 64 岁适龄劳动力群体

大专以下学历占比

地理邻接矩阵 逆地理距离矩阵 地理邻接矩阵 逆地理距离矩阵

lnrobots -0. 049∗ -0. 064∗ -0. 061∗ -0. 076∗∗

(0. 027) (0. 037) (0. 033) (0. 031)

W×lnrobots 0. 026∗ 0. 053∗ 0. 037∗∗ 0. 056∗

(0. 015) (0. 023) (0. 016) (0. 088)

W×emp 0. 089 0. 027 0. 104∗ 0. 057

(0. 063) (0. 346) (0. 063) (0. 33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12 312 312 312

log-likelihood 509. 558 513. 011 556. 142 564. 682

本文这一结果与发达国家的证据有所不同。 与发达国家相比,由于不同区域的城市极化效应带来的

要素集聚、长期行政分权造成的地区发展权力失衡以及区域资源禀赋差异,中国存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

衡的问题。 中国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水平和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在空间维度上均具有明显的分布不

平衡特点,呈现出从东部沿海地区向西部内陆地区递减的趋势,机器人应用密度和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

度较高的城市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 而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显著促进了本地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

度的提升,并通过吸引高技能劳动力流入、推动低技能劳动力就近迁移对邻近城市制造业出口升级产生

不利影响,这将导致原本出口技术复杂度就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技术复杂度进一步提升、原本出口技术

复杂度就较低的内陆地区技术复杂度进一步下降,促使强者越强、弱者越弱,产生马太效应,从而导致从

空间视角来看,机器人应用对制造业出口升级的正向影响明显下降甚至产生负向影响。 因此,马太效应

以及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可能是导致本文研究结论与美国等国家的经验证据存在一定差异的重要

原因。

　 　 七、结论与政策启示

当前中国正进入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对于激发经济结构转型的源动

力尤为重要,而最终出口品的技术升级和竞争力增强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和出口结构优化更是具有重要意

义。 本文以 2006—2016 年中国 270 个地级市为样本,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实证检验现阶段人工智能最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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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工业机器人对城市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1)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显著促进

了当地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该结论在采用安慰剂检验、处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替换核心指标等后

仍然成立。 具体而言,比较工业机器人应用密度分布 25 分位数和 75 分位数的两个城市,后者出口技术复杂

度比前者在 2006—2016 年累计提升了约 13. 34%,这一差异相当于所有城市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标准

差在 11 年间平均提高了约 41. 69%。 (2)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效应、

中间品进口效应以及资源再配置效应共同推动了城市制造业出口升级。 具体而言,人力资本提升效应体现

为由于技术和技能的互补性,城市工业机器人大规模应用改善了当地劳动力技能结构;中间品进口效应体

现为机器人应用促使企业从 OECD 成员方进口更大规模和更多种类的中间投入品;资源再配置效应体现为

机器人应用引致资源在城市内部不同出口产品间的优化再配置。 (3)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工业机器人应

用主要促进了加工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对初始技术基础好、市场化程度高的城市出口复杂度的促

进作用更加强烈。 (4)拓展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有利于当地制造业出口升级,但显著抑制了

邻近城市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而机器人应用引致的低技能劳动力就近迁移是导致工业机器人存

在空间负外部性的主要原因。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机器人应用提升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助推制造业强国建设提供了新的经验证

据,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人工智能推动出口升级的内在机制,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具体来看:

第一,要积极推动机器人普及应用,提升机器人技术自主创新能力。 本文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对

中国城市制造业出口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为中国企业破解出口低端锁定的困境和做大做强提供了

新的战略选择,因此政府应进一步推动机器人的普及应用,扩大自动化技术带来的积极影响。 同时,由于现

阶段国产机器人大多为搬运机器人、技术水平较低,且外资企业垄断了高端机器人和机器人中关键零部件

的生产,中国应进一步提高机器人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打破国外技术封锁。

第二,在继续发挥工业机器人对出口升级推动作用的同时,应当注意怎样通过机器人技术实现对一般

贸易企业的改造和升级。 本文研究发现自动化生产技术主要促进了加工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对一

般贸易没有显著影响。 因此,如何激发自动化技术对一般贸易企业出口升级的积极影响,进而优化贸易结

构是未来需要继续探究的议题和方向。

第三,注重区域贸易协调发展,消除机器人应用引致的外贸壁垒现象。 本文研究发现城市机器人应用

虽然显著促进了当地制造业出口升级,但对邻近城市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这将不

利于区域外贸协调发展,造成部分邻近城市在贸易发展中逐渐被边缘化。 因此,政府应针对不同地区实施

差异化的机器人产业发展政策以缓解这一空间形式的“荷兰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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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chnological
 

upgrading
 

and
 

competitiveness
 

enhancement
 

of
 

final
 

export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export
 

structure.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robot
 

applications
 

on
 

export
 

upgrading
 

in
 

the
 

urba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using
 

data
 

from
 

270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6
 

to
 

2016.

The
 

findings
 

show
 

that
 

urban
 

industrial
 

robot
 

applications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export
 

sophistication
 

of
 

the
 

loc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pecifically,
 

when
 

analyzing
 

two
 

cities
 

located
 

in
 

the
 

25th
 

and
 

75th
 

percentiles
 

of
 

the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industrial
 

robot
 

applications,
 

the
 

export
 

sophistication
 

of
 

the
 

latter
 

increased
 

by
 

approximately
 

13. 34%
 

from
 

2006
 

to
 

2016.
 

This
 

variance
 

is
 

equivalent
 

to
 

an
 

average
 

increase
 

of
 

roughly
 

41. 69%
 

in
 

the
 

standard
 

deviation
 

of
 

export
 

sophistication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all
 

cities
 

over
 

11
 

years.
 

The
 

mechanism
 

tests
 

indicate
 

that
 

urban
 

industrial
 

robot
 

applications
 

promote
 

urban
 

manufacturing
 

export
 

upgrading
 

through
 

human
 

capital
 

improvement
 

effects,
 

intermediate
 

goods
 

import
 

effects,
 

and
 

resource
 

reallocation
 

effects.
 

The
 

heterogeneity
 

test
 

shows
 

that
 

industrial
 

robot
 

applications
 

mainly
 

enhance
 

the
 

export
 

sophistication
 

of
 

processing
 

trade
 

and
 

exert
 

a
 

mor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export
 

sophistication
 

of
 

cities
 

with
 

sound
 

initial
 

technological
 

foundations
 

and
 

high
 

levels
 

of
 

marketization.
 

Extensive
 

analysis
 

reveals
 

that
 

urban
 

industrial
 

robot
 

applications
 

have
 

a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Specifically,
 

the
 

robot
 

applications
 

contribute
 

to
 

the
 

local
 

manufacturing
 

export
 

upgrading
 

but
 

impede
 

the
 

advancement
 

of
 

manufacturing
 

export
 

sophistication
 

in
 

neighboring
 

cities.
 

The
 

migration
 

of
 

low-skilled
 

labor
 

nearby
 

caused
 

by
 

the
 

robot
 

applications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spatial
 

negative
 

externalities.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research,
 

the
 

main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
 

it
 

comprehensivel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robot
 

applications
 

on
 

urban
 

manufacturing
 

export
 

upgrading
 

in
 

China,
 

revealing
 

the
 

underlying
 

factors
 

and
 

mechanisms.
 

Second,
 

it
 

analyzes
 

the
 

heterogeneity
 

between
 

robot
 

applications
 

and
 

export
 

upgrading,
 

and
 

explores
 

the
 

differential
 

impact
 

of
 

robots
 

on
 

cities
 

with
 

different
 

trade
 

modes
 

and
 

resource
 

endowments.
 

This
 

aim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of
 

what
 

characteristics
 

cities
 

should
 

possess
 

to
 

better
 

leverage
 

the
 

export
 

upgrading
 

effect
 

brought
 

by
 

robot
 

applications.
 

Third,
 

it
 

evaluates
 

the
 

impact
 

of
 

robot
 

applications
 

on
 

export
 

upgrading
 

from
 

a
 

spatial
 

perspective.
 

The
 

conclusions
 

are
 

not
 

only
 

a
 

supplement
 

to
 

existing
 

research,
 

but
 

also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insight
 

for
 

China
 

to
 

promot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trade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industrial
 

robot;
 

export
 

sophistication;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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